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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与音乐文化的符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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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作为音乐的文化符号学动力，“流行”是歌曲保持音乐特殊的表意机制的方式，也是音乐产业追
求最大社会化的基本方式。因此，讨论音乐不能讳谈流行。音乐符号场域的变迁，显示出主流音乐、民间音
乐向“流行的音乐”靠拢。尤其在当代社会，这种动力机制的压力，导致“流行音乐”边界扩大，成为一种重要
的文化现象。流行音乐发展史表明，当代文化中的“流行”这个重要意义现象，只有用符号域理论才能说明清
楚，因为这种理论充分考虑了交流对文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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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域”，即一种符号体系存在和运作的文
化空间。１９８４年，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符号学
代表人物尤里·洛特曼在其《符号域》一文中，明
确提出这一概念。文化是社会表意活动的总集
合，众多的文化符号组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性符
号系统，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各种文化文本符号
的堆积具有多层级性，共存于交错而成的符号域
内。而根据洛特曼之子，新一辈的塔尔图符号学
家米哈伊尔·洛特曼所说：“巴赫金理论一直是
洛特曼思想的基础”。所谓“巴赫金理论”，就是
“对话理论”，就是在社群中与他人的互动：“与他
者的相遇成为了存在的关键，或者更准确地说，

存在就是如此发展出来的”。［１］任何表意活动既

是为了自身的存在，也是为了他人的存在，因此

交流与对话，是符号域的构成基础。［２］

这个多层级的文化符号域，文化主要分为两
大区域，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中心区域既是文
化中最有序、最稳定的部分，同时也是最核心的
主流部分，更是最容易失去活力和创新力的部

分。相反，处于远离中心边缘区域的文化，虽然
没有进入主流文化部分，有时却更有活力。边缘
区和核心区形成一个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成为一
个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怀海德（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说：“人类
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

号”。［３］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符号，

兴起于２０世纪，以它特有的符号模式言说我们
的情感世界，它也是人们对世界的一种认知
方式。

流行歌曲，作为一个概念符号最为复杂，尤
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它作为边缘区域的一种
亚文化对建构整个音乐文化符号域中起到了重

大作用。

关于流行歌曲的定义，中外学术界对此概念
众说纷纭，并随着流行音乐的演变而变化，至今
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过大致有这样三种定
义方式：

第一种是把流行歌曲视为音乐本身的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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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
卷）》：“流行歌曲（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ｎｇ）是流行音乐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ｕｓｉｃ）的一个分支。由于流行音乐的
绝大多数载体以歌曲形式出现，‘流行歌曲’也常
与‘流行音乐’一词混用。而流行音乐泛指一种
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
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
间音乐，亦称‘通俗音乐’”［４］。

第二种，是将流行歌曲视作当代文化的一种
特殊现象，是商业文化的产物。《音乐百科全书》
（１９９０）这样界定：“流行音乐是商业性的音乐消
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５］４

第三种，则强调流行歌曲与当代传媒的关
系，换言之，流行歌曲为电子传播的后果。２００３
年版《柯林斯词典》对流行歌曲的解释是：“通过
音乐产业，以特殊的发行形式，对大量听众有广
泛吸引力的多种多样歌曲。”

三种定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范围上越来越
宽泛，同时对产业的强调也越来越明确。但这个
定义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无论怎么发展，总是以
严肃音乐、古典音乐作为对比参照。

西方文化中的古典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流
行音乐也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在西方文化中“流
行歌曲”（Ｐｏｐ　Ｓｏｎｇ）与“流行的歌曲”（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ｎｇ），这两个名词经常被混用。西方音乐学专
家菲利普·塔格指出，西方的流行音乐是和西方
古典音乐（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ｕｓｉｃ）相对的一种音乐范
式，流行音乐通常是面向社会文化中不同群体的
歌众发行的，它并不靠书面形式存储和发行，只
有在工业化货币经济中才可能成为一种产品。

流行音乐具有强烈的文化商品品格：“在资本社
会中，理想的状态是依据商业的‘自由’竞争法
则，尽可能以最少的产品，用最高的价格，卖给最
多的歌众。而古典音乐却通常在学术领域传播，

在小范围听众中传播”。［６］

而中国流行音乐研究者曾遂今提出，对流行
歌曲应该持有两种认识观和对象观，即广义的流
行音乐观和狭义的流行音乐观。广义的流行音
乐包含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类型的大众音乐，时间
可以上溯到比现代更远的时期；狭义的流行音乐
主要指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具有时代精神，

表现出当代国际共性，吻合社会时尚的要求和传

媒需要的歌曲类型，它具有特定风格的类型、节
奏的设计、核心的设计、伴奏的形式、演唱的方
式、传播的方式、商品的属性等。

尽管在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进程中，这两者
还是有着不可忽略的区别。从传统的中国歌曲
史开始，尤其是到２０世纪，随着新的历史和政治
因素介入，这个界定变得更为复杂，它也因为音
乐符号域的变化发生改变。

一、古代音乐中的雅俗分界

我国歌曲的分类，在本质上一直跟随文化的
三分法：大众文化（ｍ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民间文化（ｆｏｌ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和高雅文化（ｈｉｇｈｂｒｏ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具体到
歌曲中，分为：流行歌曲（ｐｏｐ　ｓｏｎｇｓ）、民歌（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和主流艺术歌曲（ａｒｔ　ｓｏｎｇｓ）。前两者一直
处于边缘区域，被称为“俗文化”，而后者则为中
心区域，被称为“雅文化”。

这种雅俗二分法，是与中国传统政治密切相
关的。古代音乐等级森严，孔子提倡“兴正礼
乐”，“以乐治礼”，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西周的
“雅乐”是我国第一个完整而成熟的音乐系统。

它继承了黄帝的《云门》、尧帝的《大咸》、舜帝的
《九韶》、禹帝的《大夏》、商汤的《大濩》，配上周朝
的《大武》，合称六代之乐。而《诗经》的雅与颂，

是仿照自古以来这些雅乐制作而成，甚至《诗经》

中某些源出民间歌曲“风”也雅乐化了。正如解
玺璋所论，“雅文化的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首先
是一种权力话语的自我确证，然后便是权力话语
对多元文化的整合，使之制度化和秩序化。所以
说，雅俗的问题本质上是关于文化的等级问题以
及表述权力的问题。”［７］

歌曲的雅俗的对立，在历史上多有记载：雅
歌的地位虽被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却比俗曲难
于流行。“阳春白雪”对比“下里巴人”的故事，就
是从流行角度来写的：“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
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
《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
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盖“其曲弥高，

其和弥寡”（刘向《新序》）。

刘向的意思很清楚，雅歌“曲高和寡”，流行
困难，传习困难，其症结是会雅歌的人太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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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雅乐，更多的是靠制度承传，所谓的“世世大乐
宫”，这与民众代代自发传授俗歌大不相同。在
曲谱记载不发达的古代，歌曲要跨越代际相传则
更需要大众的自发相传。因此，雅歌失去了传统
社会最主要的流通渠道支持，传者少而绝传快。

西周雅乐系统，在秦汉之际差不多已经散佚，《汉
书·礼乐志》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
世世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
意。”这既是描写战国后期的“礼乐崩坏”局面，也
记载了汉代雅乐的困难处境。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发出类似感叹：“韶
响难追，郑声易启”。他认为就连曹操父子的作
品也无法再被称为雅乐，他们填词的歌调是俗调
俚曲的“郑曲”：“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制
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
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荡，辞不离哀思，虽三
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歌曲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是从俗到雅，先有民
歌，然后才有文人创作的歌曲与赞颂祖先的歌
曲，“积风而雅，积雅而颂”，宋代郑樵从《诗经》的
“风”、“雅”、“颂”出现的先后次序得出此规律。

然而，一旦雅乐成立，就难以承传，于是歌曲又从
雅滑落到俗，在流行的机制下，音乐的符号域发
生位移。换句话说，歌曲都是雅比俗先散失。到
郑樵的时代，实际上古雅乐早已不存在。清代毛
奇龄指出“古乐有贞淫而无雅俗”更是从内容角
度抹平了雅俗界限。曹操父子三人写的歌虽然
配的是俗调俚曲，因为年代久远，到汉末也以俗
为雅了。

两千多年后讨论现代中国歌曲，雅俗之分依
然存在，这是中国文化符号本身的分层机制使
然，并不是实际流传情况。

二、现代音乐中的“流行的音乐”

中国现代音乐研究者倒是不太笼统地使用

雅俗这一对社会文化二分术语，而改“雅乐”为新
的说法―― “艺术歌曲”或“经典歌曲”。

现代音乐研究者对歌曲作出新的分类：一是
称作“艺术歌曲”或“经典歌曲”的高雅歌曲，另一
个则是非艺术歌曲，或称流行歌曲、大众歌曲等
等。这样类似的二分法，在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
中，一开始就遇到了命名尴尬。

“艺术歌曲”在西方是承传到今天的传统，是
西方经典歌曲的一部分，在中国却不是，它们不
是已经失落的中国雅乐经典。“艺术歌曲”在中
国文化语境下，定义为：“欧洲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
初盛行的抒情歌曲，其特点是歌词多采用著名诗
歌，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表现
手段及作曲技法比较复杂，伴奏占重要地位。”

“五四”以后，随着中西音乐家的交流学习，

西洋唱法，即所谓的“美声唱法”进入中国。西方
历史上留下来的经典歌曲，作为一种演唱技艺的
训练范本，被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２０世纪早
期中国音乐家萧友梅、青主、刘雪庵等摹仿西洋
“艺术歌曲”重构中国雅乐作品。但这些中国的
“艺术歌曲”由于传播渠道，主要是音乐教育机
构，受众范围相对狭小，在中国大众中并没有很
多听众，很难说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在中国２０世纪上半段，流行的歌曲实际上
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一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配合
抗战救亡的革命歌曲、大众歌曲、救亡歌曲。光
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作于１９３９年的《黄河大
合唱》，这样一部艺术性极强的大型史诗式的作
品，其中的《怒吼吧，黄河》等歌曲，家喻户晓，广
泛流传，它们可以说是当时的抗战形势下，最能
反应歌众意愿和情感，被歌众自觉推动的最成功
的流行歌曲。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这类歌曲常
常以大众歌曲这类带有明确时代特征和启蒙色

彩的命名代替。这一类歌曲确切的可以归为“流
行的歌曲”。这些歌曲在当时甚至延续至今，依
然为大众广泛流传，具有经典的“流行性”。

二是最接近当今西方定义的“流行歌曲”，即
商业化娱乐歌曲。这类流行歌曲在中国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就已出现：１９２７年，黎锦辉创作的《毛毛
雨》（黎明晖原唱），被誉为“翻开了中国流行歌曲
的起始篇章”［８］。之所以有这样的界定，并不仅
仅在于此歌含有软性爱情内容（不一定是低俗内
容：在中国古代民间小调中，有更多比此低俗的
民歌），而在于《毛毛雨》是中国早期商业模式生
产和传播的产物。１９２７年黎锦辉创办的“中华歌
舞团”，后改名“明月歌舞团”，在当时中国最早国
际化的都市上海，已经采用西方的明星制，唱片
发行，巡回演出等现代音乐产业机制，而在这种
机制中生产的歌曲也明显融和了当时西方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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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一些风格元素。随着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
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流行音乐的
影响力，５０年代后，“流行歌曲”作为资产阶级意
识形态的“靡靡之音”在中国大陆绝迹了近３０
年，而转移到香港发展，其深层次原因则涉及中
国的政治转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大量的“流行歌曲”回流
到内陆，立即赢得人们的广泛欢迎。为避开“流
行歌曲”的污点化名称，人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含
混的范畴“通俗歌曲”。由此一连串的术语困惑，

开始折磨音乐理论界。与那时候的术语混乱相
比，今日的“流行歌曲”一词可造成的困惑，简单
太多。

孙蕤的《中国流行音乐简史１９１７－１９７０》一
书中，收集了不少讨论“流行歌曲”的相关资料。

书中提出，“流行歌曲是通俗歌曲音乐中的一种，

它涵盖在通俗音乐之内，而不能代表全部的通俗
音乐”，原因在于：“通俗音乐是相对于严肃音乐
而言的”。

对歌曲分类本身而言，不用“流行”，而用“通
俗”，似乎更清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的中国
歌坛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将选
手分成三个组进行比赛：美声、民族及通俗，这种
三分法，作为唱法分类兼歌曲分类，被人们含混
地接受下来。然而，到了９０年代初，又重新分为
“民通”（民族通俗）与“美通”（美声通俗）两个交
叉范畴。到２００６年，又分为美声、通俗、民族以
及“原生态”四种。但饶有趣味的是，在２００６年
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出现了美声、民族、原
生态，三种不同唱法唱同一首歌的例子。后来这
一趋势几乎成为音乐主流。这就引出极大困惑：

歌曲分类到底是内容问题，还是音乐风格问题，

还是一个“唱法”问题？所谓艺术歌曲与通俗歌
曲作为歌曲分类究竟能否成立？①

值得强调的是，“流行歌曲”概念卷入传播方
式与普及率，不只是歌曲类式问题。“通俗”，却

是一个风格概念，这两个概念有重叠的部分。从
黎锦辉“毛毛雨派”开始的流行歌曲，和当代逐渐
与世界接轨的作为商业模式生产和流传的流行

歌曲，都是当代文化特定语境下的一种特殊音乐
类别。

三、民歌，新民歌向流行歌曲的靠拢

讨论民歌，人们自然会将其和民间文化联系
在一起。所谓民间文化，通常是指“未受现代文
化方式侵占”的原生态的文化，它是传统农耕社
会的文化残留，多半活跃于农村地区、山区，少数
民族等偏远地区，有占巫、年画、庆典、民谣、地方
戏曲等，民歌是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要体裁。

民歌是一种口头创作，依赖口口相传，其曲
调和歌词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
不断有新的加工、新的发展。比如，江苏民歌《茉
莉花》，现代唱本有许多变体，一次书面化不能保
证民歌被确定记载下来。

需要辨明的是，真正原生态的民歌，无论歌
词、曲调、唱法，都难以成为流行歌曲。民歌中的
歌词，大多质朴，却不免粗俗甚至猥亵，与现代城
市居民的语言习惯相差甚远，“五四”时期的知识
分子在“收集”俗文化时就体会到这一层难点。②

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禁忌比“封建时代”更多，是
因为传统社会文化分层更为严格，社会下层文化
被隔离，反而保留一定自由度。［９］这些原始采风
记录，作社会学调查记录在案可以，但一旦进入
主流的书面性流通，便会在文人的选择中有所扭
曲。更不必说从民歌的方言，向汉语普通话改
写，其音义的原生态，都会经受很大的变异。

原生态民歌近年来从民间走向主流媒体，甚
至成为一种可供欣赏的艺术，这种戏剧性的变
化，自然有多方面原因。比如，突显一个国家和
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发展和保
护等。这类有代表性的原生态民歌虽然有了新
的传播途径，但并不能保证它的流行。大多数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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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１５首广播歌曲”揭晓。这次评选活动共收到了２５万封群众来
信，入选的都是当时传唱一时的抒情歌曲，俗称“１５首”。包括《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
叮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起》等。这些被之所以
被归为“抒情歌曲”的“１５首”，是因为它们很难用流行、通俗，还是艺术歌曲来分类。见陈志凌，张昊《北方音乐》２００８年１２期。

郑振铎于１９２６年重印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出版的吴歌集《白雪遗音》，他在跋文中承认：“我们现在不能印全书……原书中猥亵的情歌，

我们没有勇气去印”。参见西谛（郑振铎）编选《白雪遗音》，上海：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２６年，第３页。



为流行歌曲的 “民歌”，实际上是词和曲都经过改
制的民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原生态民歌。一般
来说，词的改动远远超过曲的改动。比如 “西北
歌王”王洛宾搜集整理了据说有一千多首民歌，

不少至今都很流行，但是很多以“新疆民歌”、“青
海民歌”名义流传，也经常以“王洛宾词曲”名义
出现。曾经有批评者对王洛宾占有民歌名声提
出质疑，认为王洛宾既然以收集整理西北民歌为
己任，他就应当如一个社会学者那样忠实地记
载，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流行歌曲。这个指
责可能有些苛刻，因为中国现当代歌曲中，“民
歌”实际上全部是“改写民歌”。① 其中的原因主
要在于对“民歌”的不同理解。

“新民歌”的出现，显示出民歌向“流行歌曲”

靠近的一个信息。“新民歌”这个概念最早出现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但真正发生影响是在２１世
纪初。

新民歌到底“新”在何处？从被誉为新民歌
的一些代表曲目来看，②没有一首能够找到对应
的“原来的民歌”基础：可能在曲调上部分承传民
歌，歌词全部是创作，像《奥运的微笑》完全不像
朝民歌靠拢。③ 至于“流行时尚”，可能也只是指
在演唱，配器及表演风格上的加工更靠近当代音
乐，具时代性和时尚性。２０１０年２月，新民歌借
《中国新民歌榜》网站正式面世。④ 该网站宣称：

　　我们的理念……绝对流行，绝对畅响。全线
引入全球顶级音乐排行榜Ｂｉｌｌｂｏａｒｄ榜单模式。

３０分钟全国百余家强档电台周播（全年５２期播
出）栏目，颠覆传统榜单类节目制作理念，倾力打
造———绝无仅有的“绝对流行”新概念！最强势、

最强音、最专业、最权威———引爆一场契合大众
内心的主流音乐榜单节目的彻底革命！而“扶植
本土音乐，全面直击流行《中国新民歌榜》完成了

民歌与流行的闪亮嫁接，老歌的时尚包装、新民

族元素演绎……融合出传奇、经典、品尚，突破了

传统的樊篱，诠释最动人的现代民歌风情。

　　这种宣言，与流行歌曲几乎不加区别，实际

上是中国传统类式歌曲中的很大一部分，自觉进

行了一次巨大转折：在当代文化机制中，向流行

歌曲靠拢。

这个局面，在西方乐坛也出现过。１９５７年麦

克唐纳发表的观点，对大众文化有些不公平的偏

见，但至少已经预示了这三种文化的叠合趋势：

　　民间文化从下面成长起来。它是民众自发

的、原生的表现，由他们自己塑造，几乎没有受到

高雅文化的思想，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大众

文化却是从上面强加的。它是商人们雇佣的艺

人制作的；它的受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

与限于购买和不购买之间进行选择……民间艺

术是民众自己的公共机构，他们的私人小花园用

围墙与其主人“高雅文化”整齐的大花园隔开了。

但是，大众文化打破了这堵墙，把大众与高雅文

化贬值的形式相结合，因而成了政治统治的

工具。

　　因此，当代中国与世界音乐发展的趋势，似

乎是民歌横跨三种文化：歌曲三种类式里，现在

都可以有“民歌”。英国音乐学家柯伯特·劳埃

德指出：“在整个音乐艺术领域中，民间音乐与艺

术音乐之间有着一个广阔的地带，流行音乐便盘

踞在这里。流行音乐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其一端

伸向民间音乐，另一端伸向艺术音乐。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民间音乐、流行音乐与艺术音乐之间

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５］３但现在恰恰是这三者

分野变得不清楚，显示出中国当代歌曲的总趋势

８ 贵州社会科学 总第３０８期　

①

②

③

④

王洛宾生前曾经给音协写信，发表了一个很有趣的声明：“唱一个没有作者的歌对我们并不体面。”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王洛宾版权继承人王
海成以著作权收到侵害为由，将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与北京中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诉至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最后法院判决音像公司必须承
认王洛宾的著作权。民歌在现代中国的两难地位，终于以法律案例形式被澄清。

例如《幸福万年长》、《家乡美》、《幸福飘香》、《太阳花》、《爱的月光》、《呼唤》、《好运来》、《木棉花开》、《欢天喜地》、《月亮女儿》、《欢乐
海》、《奥运的微笑》、《天空》等。

“新民歌”的定义，依然相当混乱。据百度百科定义，“新民歌是指在原来的民歌中加入流行时尚等元素，歌曲大多民通结合。新民歌
在２１世纪很受欢迎，新民歌的诞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民歌”。

《中国新民歌榜》是由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行业协会――中国音像协会主办，并授权国家音乐创意 产业基地承办的国内首个
具有流行性、市场性和指导性的新民歌音乐排行榜，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中国”冠名的全国性新民歌音乐排行榜。每年《中国新民歌榜》都
将隆重举行两次盛大得颁奖典礼，《中国新民歌榜》跨年度十大新人新歌颁奖典礼和《中国新民歌榜》年度颁奖盛典。



是流行化。①

四、“流行歌曲”边界的扩展

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文化符号域，是一个复
杂的符号系统。在整个文化符号空间中，“流行
歌曲”担当了特殊的符号角色。

从上文讨论中，至少可以看到，“流行的歌
曲”和“流行歌曲”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流行的
歌曲”泛指所有不受时空限制，为歌众广为传唱
的各类歌曲，可以包括上文听到的流行的经典歌
曲，甚至流行化的民歌。而“流行歌曲”主要是指
流行文化中，一种具有商业生产传播机制，且具
有特殊风格的歌曲类式。这两者之间可以有某
些重合：“流行歌曲”可以是“流行的歌曲”，但“流
行的歌曲”不一定是“流行歌曲”。但在当代文化
的共时性上，实际上已经很难将“流行歌曲”和
“流行的歌曲”加以严格区分。歌曲的流行机制
压力，和当代新媒体传播的影响，它们的融合和
相互渗透不可避免。

无论是古代“雅乐”，还是现代“艺术歌曲”，

是经典歌曲，流行歌曲、通俗歌曲，还是民歌、新
民歌，各种歌曲类别命名的含混，术语使用的混
乱，也是音乐史演变的一部分。

但在各种命名变化的后面，有着一个基本的
动力———歌必（意图）流行，任何歌曲都是意图流
传的。更明确地说，至少在当代中国，几乎每首
歌创作出来，目的都是为了歌众传唱、意图流传。

尤其在现代传媒技术下，这种“流行”的需求更为
强烈。生产一首歌，而完全没有意图让之广为流
传，可能只有极个别的例子，是创作者有意的“曲
高和寡”。可以说，所有的歌曲目的都意图流传，

只是成功程度不同。这是歌作为一种艺术门类
的特殊机制。

正如洛特曼所说，“文化不是静止的均匀平
衡机制，而是二分结构，即有序的结构对无序的
结构的侵入，同样，无序的结构也在侵蚀有序的
结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某一种趋势可能
占据上风。文化域中来自外部的文本增加，有时
是文化发展有力的刺激因素。”

从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与当今现状，无论是
古代的俗乐，还是当代的流行音乐，遵循着文化符
号域的原理，不断从边缘地位出发影响主流，给主
流带来活力，使占有符号域主导地位的样式灌注
新的生命。今日中国文化的主流歌曲要把其主导
功能发挥好，就必须从处于边缘区域的音乐样式
汲取养分，获得动力，改善自身的文化表意能力。

巴赫金曾指出，“整个文化不是别的，而只是
一种语言现象。”［１０］实际在当今的文化版图上，我
们可以改写为“整个文化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
符号现象”。流行歌曲所在的音乐符号域不断变
化，是当代中国文化迅速演变的一个缩影，正如
卓菲娅·丽萨所说：“音乐文化的整体是由许多
过程和现象构成的，忽视了哪怕其中的一个领域
也会歪曲你所研究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面貌。”［１１］

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现象做深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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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连少儿歌曲，也追求与“流行曲”相连。例如，嘉嘉的报导《流行歌曲＋少儿歌曲———国内首张少儿流行歌碟火热登场》，文章中有
这样描述“《小鬼当心》就是最近新鲜出炉的少儿流行曲”。见《歌海》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